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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世音的海上救护神性质

观音信仰最早产生于什么地域，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汉译佛经中，较早提及观音菩萨（观自在菩萨）所在地的应该是《华严经·入法界品》。此品出自于印度南方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该经的梵文原典举出了许多与南印度有关的地名。例如，其中有“请前往位于南方，名维吉拉布拉的德拉维达人的都市去，在那里，有位名为梅伽的德拉维达人。”
还出现了“名为海堤的往锡兰之道”
的记载。卡令伽森林（Kalińga-vana）和“拖萨拉市”（Tosala），这些地名都是属于南印度地区的。再加上“海”（sāgara）一词的频繁出现，以及渔夫麦维拉（Vaira）的登场，说明此经的产生地应该属于南印度，濒临大海。实叉难陀所译的八十《华严》卷六八《入法界品》之九对观音所居地有一段生动而详细的描绘：

善男子，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汝诣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渐次游行，至于彼山，处处求觅此大菩萨。见其西面岩谷之中，泉流萦映，树林蓊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观自在菩萨于金刚宝石上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坐宝石恭敬围绕，而为宣说大慈悲法，令其摄受一切众生。

在晋译《华严经》中，此山译作“光明山”
。补怛洛迦，梵语为Potalaka；或作Potala，汉译作补陀洛。有学者认为，这个Potaloka是“港”字的古语，因而把它比拟为南印度或斯里兰卡的某具体海港。《开元释教录》里已提出它具体指南印马来亚（Malaya）。《大唐西域记》卷十“秣罗矩咤国”载有“布呾落伽山”，其云：

秣剌耶山东有布呾落迦山，山径危险，岩谷敧倾。山顶有池，其水澄镜，派出大河，周流绕山二十匝，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从此山东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罗国路。闻诸土俗曰：从此入海，东南可三千余里，至僧伽罗国。

季羡林等注曰：此山被比定为现今西高止山南段，秣剌耶山以东的巴波那桑（Pāpanāsam）山，位于提纳弗利（Tinnevelly）县境，北纬8度43分，东经77度22分地方
。按照这些说法，可以支持观音信仰起源于南印度濒海地区的观点。不过，印顺则认为，在印度传说中东方地区很多王族的居住地，都在补多罗城。所以，南印度的观音信仰仍有可能不是本土产生而是从外地传入的
。

无论如何，观音信仰在南印度濒海地区的存在使它具有了海洋文化的属性，成为具有海上守护神品格的菩萨。在后来关于他的传说中，也有不少海上救护的故事。以后具有的普遍的救济品格，大概是从具体的海上救济发展而来的。据《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记载，观世音所救七难中，包括了“大水所漂”与“满中怨贼”，其云：

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漂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钮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这种海上救济的品格是它后来成为中国海上救护神之一的神话基础。

回顾观世音信仰在中土的流播，最初还是盛行于内陆地区。在记载观世音感应事迹的各种文献中，绝大部分是发生于内陆地区的信徒身上；而来自于印度的海上救济事迹则转化为内陆地区的江湖救济。东晋时的竺法纯湖上得救事是中土较早的观世音灵验事迹之一。据《名僧传抄》载：

竺法纯者，未详何处人也，住会稽山阴显义寺……晋元兴中，为寺治墙，至兰上买故屋材。向暮，与榜船人并屋主妪人入湖。须臾风起，云气四塞……飘霰骤疾，惊浪飞奔，船小水入。归告观世音，并经诵。俄而湖中有空船横来，迅疾如飞，直至船侧。诵念弥笃，有顷至。纯别加寻访，船遂主无。其舟
诚所感如此(云云) 
。

刘宋以后出现了好几本《观世音应验记》，在这些著作中，记载的全都是称念观音而产生的种种奇迹，其中一个重要的类型就是江湖救难。据傅亮《光世音应验记》载：

始丰南溪中，流急岸峭，回曲如萦，又多大石。白日行者，犹怀危惧。吕竦字茂高……自说其父尝行溪中，去家十许里，日向暮，天忽风雨，晦冥如柒，不复知东西。自分覆溺，唯归心光世音，且诵且念。须臾，有火光夹岸，如人捉炬者，照见溪中了了，径得归家。火常在前导，去船十余步。

在张演《续光世音应验记》有平原人韩当中流舟溺，称光世音而获救济之事迹。在陆杲《系观世音应验记》中，类似故事则有海盐人、刘澄母、释道冏、伏万寿、竺法纯、梁声、栾苟、释道明等多条，《法苑珠林》卷六五《流水部·感应缘》引《冥祥记》中载有竺慧庆故事，《太平广记》卷一一一引《卓异记》则有“成珪”条
，所记载的都是长江遇险后，称名观世音而转危为安的事迹。 

不过，相比之下，相比于内陆江湖，海上航行的危险性更大，因此，在经历海上航行的中外僧人中，也经常流传着称名观世音而得救的感应事迹。《法显传》记载法显从印度循海路返乡：

得此梵本已，即载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余人。后系一小船，海行艰崄，以备大船毁坏。得好信风，东下二日，便值大风，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人恐人来多，即斫緪断。商人大怖，命在须臾。恐船水漏。即取粗财货掷着水中。法显亦以君墀及澡罐并余物弃掷海中，但恐商人掷去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地众僧：“我远行求法，愿威神归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潮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
。

《高僧传》卷三《求那跋陀罗传》载求那跋陀罗前往师子国时遇到的危难：

（跋陀）既有缘东方，乃随舶泛海。中途风止，淡水复竭，举舶忧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称观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诵咒经，恳到礼忏。俄而，信风暴至，密云降雨，一舶蒙济。

至少在刘宋之前，观世音信仰也开始在需要航海的商人群体中出现。《辨正论》八引《宣验记》即云：“俞文载盐于南海，值黑风，默念观音，风停浪静，于是获安。”不过，真正使观音获得中土最大海上救护神地位的当数补陀落迦观音道场的建立。
二、普陀观音道场的建立

普陀山供奉观音应该始于梁武帝时期，但普陀观音道场的建立，则始于所谓“不肯去观音”院的开基。关于普陀观音道场建立的时间有唐大中年间、咸通年间和五代贞明年间诸多说法。较早记录普陀山观音信仰的应该是徐競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此书卷三四“梅岑”条记载：
梅岑，旧云梅子真栖隐之地，故得此名。有履迹瓢痕在石桥上。其深麓中有萧梁所建宝陀院，殿有灵感观音。昔新罗贾人往五台，刻其像，欲载归其国。暨出海遇焦，舟胶不进，乃还置像于焦上。院僧宗岳者，迎奉于殿。自后海舶往来，必诣祈福，无不感应。吴越钱氏，移其像于城中开元寺。今梅岑所尊奉，即后来所作也。……旧制，使者于此请祷。是夜，僧徒梵诵歌呗甚严，而三节官吏兵卒莫不虔恪作礼……自此即出洋，故审视风云天时而后进也
。

徐競说“不肯去观音”像是新罗贾人留置普陀，但没有记录此道场建立的具体时间。而南宋其它的相关史料都认为“不肯去观音”像是日本僧人慧锷留置，时间在大中十二年（858）或十三年（859）。南宋宝庆二年（1226），由罗拔、胡渠修等编写的《宝庆四明志》卷二〇《叙山》云：“（补陀洛迦山）唐大中年，西域僧来，即洞中燔尽十指，亲睹观音，与说妙法，授以七色宝石，灵迹始著。”卷一一《寺院·十方律院六》“开元寺”条记载：
有“不肯去观音”。先是大中十三年，日本国僧惠谔诣五台山欲礼。至中台精舍，睹观音貌像端雅，喜生颜间，乃就恳求，愿迎归其国，寺众从之。谔即肩舁至此，以之登舟。而像重不可举，率同行贾客尽力舁之，乃克胜。及过昌国之梅岑山，涛怒风飞，舟人惧甚。谔夜梦一胡僧，谓之曰：“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送。”谔泣而告众以梦。咸惊异，相与诛茆缚室，敬置其像而去。因呼为“不肯去观音”。其后开元僧道载复梦观音欲归此寺，乃创建殿宇，迎而奉之，邦人祈祷辄应，亦号“瑞应观音”。唐长史韦绚尝纪其事
。

这是现存文献中与日本和尚慧锷有关的最早记录。在咸淳五年（1269）由和尚志盘编写的《佛祖统纪》中，有颇为相同的记载。该书卷四二“唐大中十二年”条引用北宋和尚道因的《草庵录》记载道：
日本国沙门慧锷，礼五台山，得观音像，道四明，将归国。舟过补陀山，附著石上不得进，众疑惧，祷之曰：“若尊像于海东机缘未熟，请留此山。”舟即浮动。锷哀慕不能去，乃结庐海上以奉之（今山侧有新罗将）。鄞人闻之，请其像归安开元寺（今人或称五台寺，又称“不肯去观音”）。其后有异僧持嘉木至寺，仿其制刻之。扃户施功，弥月成像。忽失僧所在，乃迎至补陀山
。

此处记载的内容大致与《（宝庆）四明志》相同，但还有一些细微差别。如事件的发生时间，《宝庆四明志》里记载为唐大中十三年（859），《佛祖统纪》则为唐大中十二年（858）。元代的《（延佑）四明志》采用《（宝庆）四明志》的说法
。日本镰仓时代的文献《元亨释书》则采用《佛祖统纪》的说法。此书卷一六《力游九·唐补陀落寺慧萼》记载：

又入支那，重登五台，适于台岭感观世音像，遂以大中十二年抱像，道四明，归本邦。舶过补陀之海滨，附著石上不得进。舟人思载物重，屡上诸物，船着如元。及像出舶，能泛。萼度像止此地，不忍弃去，哀慕而留。结庐海峤以奉像，渐成宝坊，号补陀落山寺。今为禅刹之名蓝，以萼为开山祖云
。

慧锷，其名又记作慧谔、慧萼，其事迹在中日其它文献中多有记载。在圆仁于日本仁寿三年（853）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伊势兴房于日本贞观四年（862）编写的《头陀亲王入唐略记》等日本文献中，具体地记载了慧锷到中国的时间。慧锷总共三次到中国。第一次为唐会昌元年（日本承和八年，841），由楚州登陆，后拜访了五台山和天台山等佛教胜地，第二年从中国明州返回日本；第二次为唐会昌四年（日本承和十一年，844），携带桔皇后所制的绣文袈裟和宝幡镜奁等入唐，首先到中国的常州，然后在五台山盘池寺等地云游，于唐大中元年（日本承和十四年，847）从明州归国；第三次为唐咸通三年（日本贞观四年，862），随真如法亲王到中国的明州从事佛教和外交活动，于第二年从明州返回日本。也就是说，无论是大中十二年还是十三年，慧锷都在日本，不可能在普陀山奉像结庐。因此，王连声根据日本学术界对慧锷行踪的考证，认为慧锷触礁于普陀山并在此供奉观音菩萨像的时间为唐咸通四年（日本贞观五年，863）
。

然而，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盛熙明编写的《补陀落迦山传·兴建沿革品》记载：“梁贞明二年（916），日本僧惠锷首创观音院，在梅岑山之阴。”
贞明二年距慧锷首次入唐已过75年，这一说法的可信度极低，却为明、清及民国初期的有关方志所沿用，这可能是这些方志将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的开基时间与宁波开元寺不肯去观音院的落成时间搞混了。南宋时的一系列材料记载得很清楚了。慧锷在唐时所带的观音像一开始留在了普陀山，普陀山的观音院应该创始于慧锷返日之时亦即咸通四年。后来，这一观音像被吴越钱氏移到了鄞县城中之开元寺，开元寺放置此观音像的地方亦称“不肯去观音院”。所以，贞明二年大概是“不肯去观音”像移往开元寺之时，也就是城中的“不肯去观音院”创始之时。

韩国学者朴现圭认为，南宋时期不肯去观音院和梅岑山观音宝陀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寺院。《宝庆四明志》卷二〇《寺院》中写道：“梅岑山观音宝陀寺：在东海中，梁正（贞）明二年（916）建，因山为名，寺以观音著灵，使高丽者必祷焉。皇朝元丰三年（1080），有旨令改建，赐名宝陀。”“不肯去观音院”建在海岸边的潮音洞，而梅岑山观音宝陀寺则是现今普济寺的前身。后来不肯去观音院于何时被称作观音普陀寺，至今不得而知。元代已出现了将不肯去观音院和观音普陀寺相混的现象
。
三、普陀观音道场与新罗商船的关系

普陀观音院的建立与新罗商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罗舶是日、韩、中交往时常坐的海上交通工具。开成四年（839），最初将圆仁等人带到唐朝的第18次遣唐使团准备返回日本，从楚州雇佣了9艘新罗船和60名熟悉航路的新罗船工。这次遣唐使团就是乘坐这些新罗船返回了日本。宣宗大中元年（847）圆仁返日，也是搭载新罗舶商金子白、钦良晖、金珍的商船返回日本。仅大中元年一年之内，这只新罗商船就分别在五月和九月两次前往日本
。据木宫泰彦统计，搭乘新罗船的留学生（僧）还有日本齐明四年（高宗显庆三年，658）智达、智通乘新罗船入唐；日本天武十三年（武后垂拱元年，685）土师宿祢甥、白猪史宝然等乘新罗船返日；日本持统四年（武后长寿元年，692），义德、智宗乘新罗船返日；日本承和十年（武宗会昌元年，843）仁好、顺昌等人搭新罗人张公靖舶返日。慧萼在唐大中元年（日本承和十四年）和咸通四年（日本贞观五年）归国时，都曾乘坐张支信的船，有学者认为张支信乃是新罗人或居住在中国的新罗人
。新罗商船在唐朝与日本交往中起的作用可知。

新罗商船不仅频繁往来于日本与唐朝，从事国际间的商业贸易活动；而且北上南下，在唐朝沿海地区进行海上兴贩贸易。开成四年（839年），圆仁一行在海州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市南）遇到由海上从密州往楚州运炭的新罗船，并经介绍到当地宿城村新罗人家中借宿。大中元年（847年），又在密州诸城县界驳马浦以五匹绢的船脚价，搭载新罗船商陈忠的运炭商船，由海路经海州抵达楚州新罗坊
。

“新罗译语”在唐朝与日本交往中起的独特作用，也应该引起特别重视。在圆仁来往于日本与唐朝的过程中及在唐朝各地的游历途中，新罗译语人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新罗侨民长期充当日本与唐朝交往的中介，他们中很多人除了本民族的语言外，还兼通日语和汉语，在第18次遣唐使团中，至少在第一舶和第二舶上都安排了新罗译语
。从圆仁的记载可知，新罗译语不仅担任语言翻译，而且熟知海路航线，在航海中承担了咨询或顾问的角色。登陆之后，负责与唐朝当地政府接洽及安排行程等具体事务。在沿海新罗侨民聚居地，也有新罗译语人，如楚州新罗译语刘慎言、道玄，登州文登县新罗通事张咏等
，都专门负责接洽唐朝与沿海贸易有关的事宜。

在普陀山有着很多的新罗、高丽商人的遗迹。在后世的方志中，提及慧锷所触的礁石名新罗礁（宋元明代的方志均作新螺礁）；还有一条名为高丽道头的道路，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云：“自西登舟，有路曰高丽道头；循东经普门岭，上有塔子峰，旁曰梅岑，自此又东复南入寺。”王连胜等人进行了6个多月调查，认定古高丽道头位于遗址在普陀山西南司基湾北端观音洞下，后来筑塘时被覆盖
。

宋元之间的普陀山存在着很多高丽商人的遗物。张邦基的《墨庄漫录》卷五载：

予在四明市舶局日，同官司户王操粹昭，郡檄往昌国县普陀山观音洞祷雨归，为予言：……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所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商贾所施者，多刻彼国之年号，亦有外国人留题，颇有文彩者
。

张邦基是南北宋之交人。由此不难发现，很久以前高丽商人就和普陀寺院有很深的因缘，他们在那儿从事各种佛教信仰活动。

有鉴于《宣和奉仕高丽图经》明确记载刻像并置像于焦的是“新罗贾人”，更由于新罗船上有很多是新罗商人，所以，朴现圭认为，可能是新罗商人与慧锷共同抱像而归。
更有许多韩国学者纷纷主张不肯去观音殿的开基者不是日本僧人慧锷，而是新罗人
。曹永禄进一步推测这位开基者就是在唐新罗人张友信
。他说，新罗人选出了酷似洛山的潮音洞，并模仿红莲庵而在潮音洞创建了观音殿
。当然，这些观点的证据都很薄弱，尚不足于推翻慧锷的始创权；张友信是不是新罗人也并不能确定。不过，当时慧锷乘坐的是国际航船，在船上有新罗人的存在则是毫无疑问；并且，此地的观音同样受到高丽使者、商贾、僧人的供奉。

四、普陀观音道场兴盛的原因

（一）明州港在海外交通中的地位

普陀山成为最著名的观音道场，自然有其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等各种原因，这已经有学者进行过较为充分的论述
。但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唐以后明州港在海外交通中的地位急剧上升这一历史背景，对这一问题将会有更加充分的认识。

从上节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普陀山观音道场的起源而且具有非常强烈的国际性。就神祇本身而言，它是一个来自于印度的神祇；而它在普陀的崇信，则渊源于一位西域僧人的焚指说法、一位日本僧人的奉像结庐、可能还得到了一位新罗商人（船工、译师）的帮助；最终成为盛行于半个亚洲的信仰。普陀山观音道场这种强烈的国际性，和唐、宋之际东海地区海外交通的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8世纪以前，中日之间大多是走北路航线。也就是绕道沿辽东北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经过仁川、济州岛到达对马、壹岐。这条航线由于主要是近岸航行，相对来说较为安全。新罗灭百济、高丽之后，日本与新罗关系恶化，通过黄海的航线被新罗梗阻
，唐朝与日本的海上交通不得不另寻新的航道。另一方面，日本南方诸岛这时大都归属了日本，具备了经由南方诸岛通航唐朝的条件
。所以，8 世纪初开始，中日交通的南路航线得到开辟。这一南路航线又可分南线与北线，南线的基本走向是由中国的明州（今浙江宁波）、越州（浙江绍兴）的沿海出发，举帆东驶，横渡东海，首达日本南方的奄美、度感附近的岛屿，然后逐岛北航。由于这条航线需绕行日本南方诸岛，在9世纪时，又开辟了北线的直渡航路。其基本走向是从中国江浙沿海的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明州、越州、温州等港口出发，循东偏北方向横越东海，直趋日本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今平户岛与五岛列岛），然后驶达筑紫的大津浦和难波的三津浦
。这条线路大大缩短了唐朝与日本交通的距离。这一时期很多日本僧人、遣唐使循南路往来中日两国之间，这就是慧锷能够到达普陀山的历史背景。

唐代浙江沿海对外贸易港口主要有台州和温州、明州等，但即便是台州与温州作为起始港，依然要到明州港口等侍信风。所以，明州在对外交通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明州(治鄞县，今浙江宁波市南)东临大海，西依四明，地势平坦，航道通畅，自古就属于我国古代造船与航海的主要基地之一。在日本遣唐使时代(629-838)，明州是东海航线的重要港口之一，即使是停派遣唐使之后，仍是往来于唐朝与日本之间的商船停泊的重要港口。据日本史料不完全统计，唐人李邻德(842)、张支信等37人(847)、钦良晖(852)、李延孝(858)、李延孝等43人(862)、张支信(863)、李延孝等63人(865)、日本人神御井等(847)都是由明州出海前往日本，而张支信在862年还曾由日本肥前出发，抵达明州港
。

宋朝出使至高丽的航路，神宗熙宁以前多从山东登州出海；高丽来贡，则从彼国礼成江启航，在登州或密州上岸。由于北方地区为契丹所占领，熙宁七年(1074)，高丽国使金良鉴来朝，言“欲远(避)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神宗从之。由此，至高丽航线，改从定海(今浙江镇海)出发，在普陀山候风，越过东海、黄海，沿朝鲜半岛西南海岸北上，到达礼成江；高丽来宋朝，到普陀山后，由明州溯姚江、钱塘江入运河，北上汴京。所以，明州在中国与高丽的通航中，地位愈益重要。

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的阻隔，陆路(丝路贸易)地位日趋下降，海路贸易逐渐占据优势，基本上处于主导、支配地位。
自晚唐以迄宋元，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定都杭州湾的临安府之后，为形势所逼，南宋财政更加倚靠外贸“舶入”，对外贸易更加兴盛，贸易港也较唐代有明显增长。北自京东路，南至海南岛，港口以十数，形成多层次结构，大致可分为广南、福建、两浙三个相对而言自成体系的区域。两浙地区在宋高宗时，在秀州华亭县（今松江）设市舶司，统辖杭州（临安）、明州（庆元）、温州、秀州和江阴军的五个市舶务。到了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撤销了市舶司，到光宗绍熙元年（1190），撤销杭州的市舶务；只保留了明州的市舶务。这样明州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发提升。 

（二）、统治者对普陀观音的重视

然而，在如此发达的海上交通的背景下，当时的江南地区却没有一个国家认可的东海海神庙。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三说，“东海祠，隋祭于会稽县界，唐祭于莱州界，本朝（宋朝）沿唐制，莱州立祠”
。也就是说，东海海神庙一直在山东莱州。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宋初期。据《宝庆四明志》说，北宋元丰元年，建海神庙于明州定海县（今镇海）。起因是出使高丽的安涛向朝廷报告，“东海之神已有王爵，独无庙貌。乞于明州定海、昌国两县之间建祠宇，往来商旅听助营葺。从之。”
但该书编者指出，此庙到南宋宝庆时还没被封为东海海神庙。“是时实有东海广徳王庙在莱州，不可谓无。”
北宋灭亡，山东莱州不为南宋所有。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定海县海神庙才被正式确定为东海神庙。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普陀山观音道场刚刚应运而生，就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宋朝以后，帝王进香者、赐银赐物甚多。宋乾德五年(967)，赵匡胤特遣太监王贵到普陀进香。之后，宋朝各代帝王都遵照祖制对普陀山拨款敕建，使普陀的观音道场很快兴盛起来。代表国家出使高丽的使者们的宣扬使得这种信仰得到了弘扬和强化。据《补陀落迦山传·应感祥瑞品第三》载，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内殿承旨王舜封奉诏使三韩(今朝鲜)，

遇风涛，大龟负舟，惶怖致祷。忽睹金色晃耀，现满月相，珠璎粲然，出自岩洞，龟没舟行。洎还以奏。上闻，始锡寺额，曰“观音宝陀”……崇宁间，户部侍郎刘逵、给事中吴栻使高丽。及还，自群山岛经四昼夜，月黑云翳，海面冥蒙，不知向所。舟师大怖，遥叩宝陀。未几，神光满海，四烛如昼，历见招宝山
。

宋神宗所赐寺额曰“宝陀”，应是“普陀”、“补陀”的谐音。而国家的鼓励，更使得观音作为海上救护神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自是海东诸夷，如三韩、日本、扶桑、阿黎、占城、渤海数百国，雄商巨舶，繇此取道放洋。凡遇风波寇盗，望山归命，即得销散，感应颇多。”

以后，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宋理宗淳佑八年(1248)，帝王先后多次赐币重修普陀观音寺院，在普陀山植杉十万株，赐予庙田并豁免全部粮税。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还御赐“普陀宝陀寺”“大圆通宝殿” 额，钦定普陀山为重点供奉观音的道场。从此，观音的影响遍及朝野。到元大德二年(1298)，朝廷派太监李公公专程到普陀进香；三年，又命朝廷宿卫臣孛罗再次来山进香，并赐金百两。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朝廷大臣来山进香，除了拨币修寺以外，还赐予山、田4000亩作普陀寺产；特别是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宣让王施钞千锭，在普陀山兴建了一座“多宝塔”，这座全部用太湖石砌成的多宝塔，已成为目前江浙一带唯一保存完整的元塔建筑。

到明洪武年间，普陀观音道场曾一度毁于兵灾，但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明参将俞大猷在普陀洋面剿倭获胜，说是普陀观音保佑的缘故，奏请朝廷批准，一次就拨金千两，兴修寺庙，恢复观音道场。到明神宗万历年间，普陀观音道场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兴旺时期，万历八年 (1580)、十四年（1586）、二十二年（1594）、二十七年（1599）、三十三年（1565）、三十四年（1566）等先后6次差遣内宫宦官到普陀进香，赐金6000余两，钦赐藏经1350多函，御赐金佛4 尊、玉带一条，裹经绣包袱678件，钦赐“护国永寿普陀禅寺”、“护国永寿镇海禅寺”御匾两块。清康熙、雍正年间，不仅拨出大量金银兴修寺庙，而且派遣总兵蓝理到普陀督造佛殿，皇帝亲自批准从南京拆明皇宫九龙殿和琉璃瓦给普陀兴建法雨寺圆通大殿(即九龙殿)，并颁旨天下宣布普陀山观音道场“乃朝廷香火”，“务令天下臣民共种福田 ”。这样一来，普陀成了“官办”的观音道场，岛上香火顿时达到鼎盛时期，上至帝后妃嫔 、王侯宰官，下至缁侣羽流、善男信女，无不函经捧香，梯山航海，前来朝拜。观音成了朝野笃信的大菩萨。近在观音道场鼻子底下的舟山民众，对观音的信仰更达到了迷信的地步。

正是出于以上原因，普陀观音才成为东南沿海地区最重要的海上保护神，并继而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海洋神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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